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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将致力于阐述这样一种哲学努力：它意在沿着库恩所提示的历史的科学哲学方向，直面发现的与境，重构科学发现的概念框架，它承认“观察渗透理论”，但却并不由此走向相对主义，而坚持以理性的方式理解科学探索的过程。⑴ 在理解科学发现尤其是科学理论的构作过程时，引入元科学理论概念。元科学理论是指在自然哲学或科学的学科或学科分支领域上、在长时段意义上对科学探索实践起组织和引导作用的种种形而上学学说，具体地说，是指科学家关于其研究对象的本体论承诺及相关方法论构架。它们往往以成对形式出现于自然哲学或科学发展的早期阶段，并在此后科学发展过程中以升级或综合的形式不断丰富、发展。⑵ 以元科学理论、理论和实验三元互动框架理解科学探索和发展的过程，强调科学探索的系统性。即使是在理论缺位的情形下，科学实验探索的系统性也并没有因之解体——在元理论的组织和引导作用下，科学实验依然保持为彼此关联的、有活力的系统。⑶ 承认实验陈述在其产生之初以及学术交流过程中是理论负载的或元理论负载的，但坚持认为它们仍然具有跨理论或跨元理论的普遍科学意义——至少，持有不同元理论的科学家可以在充分理解的基础上以自己的术语重新表述他人的实验陈述，这是因为科学探索的主体是积极行动的主体，因为元理论之间的不相容只是局部的不相容，允许被暂时搁置，也因为实验陈述所描述的外部世界是同一的。⑷ 在元理论引导下发生的实验的精致化进程往往是科学发现的关键，成功的探索过程最终伴随着判决性实验（组）的出现，判决性实验（组）能够提升整个实验系统的认识层次和判决力，使之一致否决过时的理论，肯定新理论。⑸ 在理论概念框架下解科学变化的类型和级别。文章对某些重要案例进行了简要的历史分析，以进一步说明元理论概念框架及其编史学价值。
关键词  库恩 历史的科学哲学 元科学理论 实验的精致化进程 判决性实验
在20世纪科学史、科学哲学以及科学社会学的发展进程中，库恩（Thomas Kuhn, 1922-1996）出版于1962年的《科学革命的结构》[Kuhn 1962] 是一部富于转折性的著作，一部将当时科学史、科学哲学乃至科学社会学研究中的前沿问题集成在一起加以解决并在这三个领域均产生了强烈影响的杰作。当拒斥形而上学成为一种时代潮流，当假说-演绎模式成为当时科学哲学家们理解科学的主要途径，当科学哲学的思考日益脱离历史及现实中的科学实践，库恩开始将科学思想史的分析和社会学的视角引入科学哲学的思考之中，他通过大尺度的历史比较研究提出了其基于范式及范式转换概念的科学革命学说，以常规科学和科学革命的更迭来理解科学发展的历程，他关注科学家们（科学共同体）理解自然的概念框架并在此框架中为科学家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留下了重要位置，他呼吁科学哲学家们更多地关注科学史并倡导历史的科学哲学（historical philosophy of science）。库恩的许多思想都有明确的思想前驱，他的许多结论在当时以及今天看来亦未尽合理，譬如，他过于关注科学共同体层面以及大尺度历史跨度上的宏观比较而未能深深切入科学发展过程的显微研究，未能给范式下一个清晰而明确的定义，未能以确切的科学史案例说明范式转换的过程，而不得不诉诸于心理学的格式塔转换机制，提出屡屡招致相对主义指责的不可通约性概念，也未能在考虑科学理论的竞争、选择及评价问题时维护实验应有的地位，但作为一位宽口径的思想家，他回到原点重构科学哲学概念框架的做法以及由此而致的关于科学革命的思想是隽永、深刻而富于启迪的，以致《结构》之后出现的种种新道路，无不与批判、修正、超越库恩相关。
本文将表述笔者本人在重构理解科学发现的概念框架时所进行的尝试性努力及主要结果，以应《科学文化评论》刘钝主编之邀——于《科学革命的结构》出版50周年之际写一篇纪念文章。
读者将会看到，本文将要表述的理解科学的思考进程极大地受惠于库恩式的思考——历史的科学哲学式的思考。这种思考恰恰出发于库恩犹疑之处和止步之处。无疑，除库恩以外，还有众多思想家，对我们的工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如柯瓦雷（A. Koyré, 1892-1964）、文德尔班（W. Windelband, 1848-1915）、克罗齐（B. Croce, 1866-1952）、佩格尔（W. Pagel, 1898-1983）、霍尔顿（G. Holton, 1922-）、汉森（N. R. Hanson, 1924-1967）、拉卡托斯（I. Lakatos, 1922-1974）、劳丹（L. Laudan, 1941-）、哈金（I. Hacking, 1936-）等，以及历史上的许多自然哲学家或科学家，如波义耳（R. Boyle, 1627-1691）、牛顿（I. Newton, 1642-1727）、拉瓦锡（A. L. Lavoisier, 1743-1794）等。
一 直面发现的与境：穿越“科学共同体”的界面
上个世纪末，美国科学家与后现代科学解释者之间爆发了激烈的“科学战”，在此之前，持理性主义立场的科学哲学家们与后现代形式的或相对主义形式的科学解释者之间，也一直存在着激烈的论争。
激进的相对主义科学解释者甚至基于“观察渗透理论”、迪昂-蒯因整体论论题以及不充分决定性论题，完全排除了经验（实验）对于科学理论评价和选择的作用，将科学发现的过程也解释为社会学的协商过程。
库恩本人也无法认同科学知识社会学（SSK）学者对他的著作进行的强解读。《〈结构〉之后的道路》[Kuhn 2000] 一方面表明了库恩对于“不可通约性”概念的坚持与维护——他尝试以某种康德主义的方式论证不同范式下的科学共同体所用的“语典（lexicon）”是不同的，并且因为这种不同最终导致不同范式或者说不同“学科基质”之间存在着不可翻译性；另一方面，在科学理论的筛选和评价问题上，他采取了一种类似于迪昂（P. Duhem, 1861-1916）的态度，提出科学家可以根据“简单性”、“精确性”、“准确性”、以及“科学审美意识”（早年迪昂诉诸于“物理学家的卓识”）来进行理论评价和筛选——库恩本人试图通过这类描述在他自己与强解读之间的区别。然而，这些概念均属主体际性范畴而非客观性的概念，仍不足以展现经验在理论评价和竞争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仍无法同相对主义以及社会协商论划清界限。欲达成此目的，必须进入历史之具体，深入研究科学发现的过程尤其是科学理论的提出过程，才有可能恢复实验的生命和人类理智的尊严。
分析发现的与境，无论是从史学还是从哲学上看均存在着一些重要的学术资源，同时也均存在着一些重大困难。
从哲学上看，早年的逻辑经验主义者在划分了发现的与境与证明的与境之后，将注意力集中于证明与境中的问题，至于发现的与境，在他们看来，是一个在逻辑上说不清楚的、无法予以形式化处理的领域，所以他们甚少涉及。波普主张用猜想与反驳去理解科学发展过程，并提到形而上学可能在科学研究过程中“着床”，但他的否证逻辑分明属于证明与境的范畴。仅仅用“猜想”一词描述科学理论的提出过程是远远不够的。汉森强调“观察渗透理论”，提出要研究科学推理的过程，甚至沿着皮尔士（C. S. Peirce, 1839-1914）等人提出的溯因推理（abduction）的思路进行了积极的思考，为人们提供了重要的研究方向。
从历史研究上看，迪昂曾发展过一套对科学概念进行长程历史解析的方法，柯瓦雷将新康德主义的概念史分析方法全面引入了科学思想史的分析之中，霍尔顿提出“基旨”概念并特别重视研究科学家在“个人奋斗”时期发展出的“新生态的科学”——尚未进入科学共同体层面上证明与境的科学，与霍尔顿同时代思想原子论者亦曾有过类似的努力。这些思想和进路无疑极大地有助于我们发展新的编史学进路，理解科学发现以及科学理论构建的过程，但却不足以澄清和消除相关哲学认识上的混乱。
库恩是在20世纪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学科之间起着重要衔接作用的第一人。人们常常用科学哲学的“历史转向”来描述由库恩《结构》所起的作用，在此我们倒不如用“历史的科学哲学”（库恩自己用过的术语）的发展来理解这种“转向”。但是，库恩并没有真正完成他的历史使命。1970年代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的迅速联姻和离异已充分表明，当时科学哲学家们与科学史家们尚对对方所从事的研究缺乏深入理解，两者之间甚至缺乏完成对话与合作的起码的基础和条件。库恩以范式转换理解科学革命，甚至将世界观与方法论的分析纳入了他的哲学研究进路，但基于“不可通约性”概念，他更多的是将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不同看作是范式转换的结果而非原因。事实上，在库恩那里，世界观变化和世界变化是通过事后的比较来发见的。而且，库恩本人也未能将其史学研究与哲学研究很好地结合在一起，他对于拉瓦锡化学革命的理解存在明显的偏差，他也无法按照他自己的范式转换概念描述黑体辐射及量子概念产生的历史。
如果不穿越科学共同体的界面，不穿越范式的壁垒，不把在库恩看来分属不同范式的探索者放在一个合作研究的网络中——甚至是放在一个另类意义的共同体（不一定要求共享特定科学理论的共同体）中，那么，在此情形下研究具体的科学发现尤其是相关科学理论的构建过程，是不切实际的和不可能成功的。科学发现的过程往往只涉及少数参与研究和争论的科学家个体，并不要求全部科学共同体成员全面介入——这种全面介入往往是发生在证明与境中的故事
。
库恩晚年曾多次表示，若重写《结构》，他会从“科学共同体”开始写起。然而，库恩基于科学共同体的范式及范式转换概念已在某种意义上禁止他真正介入发现与境的研究，若强行介入而维持原有基本概念不变，则不可能说清楚发现的真实过程。譬如，现在我们已知道，如果我们要探讨氧化说的发现过程，就绝不能将拉瓦锡的对手，普利斯特利（J. Priestley, 1733-1804），排斥于“探讨这一发现所必须涉及的科学家群体”之外，哪怕是划一个最小的范围，亦不得如此。无论拉瓦锡与普利斯特利之间存在多少不同（包括世界观与方法论上的不同在内），我们都不得不承认，后者的研究——哪怕只是在实验意义上——曾极大地贡献于拉瓦锡的发现和创造；而且，就贡献的重要性而言，普利斯特利也绝不亚于拉瓦锡氧化说最早、最坚定的支持者们。然而，在库恩的视域中，拉瓦锡与普利斯特利是绝不可能被共置于一个“科学发现的共同体”中理解的。
仔细审视科学发现的主体构成，历史会要求我们将分属于不同范式的科学家纳入同一个研究网络来理解。在此背景下，以“学术联合体”概念替代“学术共同体”概念，或许不失为一个较好的选择。“学术联合体”有着复杂的主体，他们走到一起，或因类似的目标，或因追求多边游戏中的共赢格局，或因为竞争，但却并非因遵循同一“范式”。当科学和技术日益渗透到现代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我们更需要将科学、技术实践理解为多主体共同参与的事业或活动。
二 重构理解科学发现的概念框架：元理论的视角
科学探索的过程是人凭其理智展开的与自然对话的过程，同时，也是人与人对话的过程。逻辑经验主义反对形而上学，同时将“理智”高度浓缩为“证明的逻辑”。然而，证实逻辑必然遭遇难以解决的休谟问题，而否证逻辑也必然遭遇整体性论题的严重挑战。
为什么实验会在20世纪后期一些理论优位的科学哲学探讨中失去了其应有的地位和作用？究其原因，可以认为：理论优位的科学哲学研究始终将假说-演绎模式置于科学哲学探讨的中心地位，而且，在此模式下，实验被简单地看作是对由理论推导出可观测命题的检验，只是一个个孤立的观察语句，它们彼此之间没有内在的联系，因而失去其应有的生命力，不但对科学理论的产生不起显著作用，甚至对理论的检验和评价也不起判决作用。在假说-演绎模式的大前提下形成这种典型的相对主义的哲学结论，或许合乎逻辑，但却不合乎历史及现实中的科学实践。
在此，本文并不打算从逻辑角度寻找这类论证中的破绽，也无力就人类理智如何与自然经验相互作用最终导致理论知识产生的过程和机制给出逻辑化的说明，但是，我们将尝试通过将科学探索的过程理解为元科学理论、理论与实验相互作用的过程，解析历史上的一些重要的科学发现个案——尤其是在理论失效或缺位情形下完成的科学发现或理论构建过程，借以理解科学理论赖以产生的理智背景、经验基础和一般过程。
本文非但不否认“观察渗透理论”命题，反而要对此命题予以强化，承认“观察不但渗透理论，也渗透着某些在当时条件下无法直接检验的形而上学系统”。在一般情形下，譬如，在库恩所说的常规科学时期，这类“形而上学系统”作为背景知识隐藏于科学探索的背后，并不直接走上前台影响科学探索的前沿过程；但是，在科学理论缺位或失效的情形下，正是由于这些“形而上学系统”的作用和统束，相关的经验研究以及整个科学探索才不会因理论缺位而失去其系统性。下图借用库恩式的图式来表现科学探索的系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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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形而上学系统，既涉及本体论承诺，也涉及方法论原则（包括某些属于启发式范畴的连接原则在内）。本文将这些出没于不同科学领域、并对科学探索实践起引导和约束作用的形而上学系统称之为“元科学理论”。元科学理论的命名可据其本体论承诺来进行。
在此，让我们首先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即，是否存在横跨全部科学领域且能对各领域科学探索起重要作用的统一的元科学理论呢？可以认为，当人们从哲学上将自然乃至将包括认识者自身在内的整个宇宙视为一个整体时，人们同样可以构造出关于整个自然乃至整个宇宙的本体论承诺和方法论原则。但是，对于这类关于整个世界的元理论，人们通常就把它们叫做世界观与方法论。大写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位于形而上学的顶部，它们可能会在某种深层次的意义上影响到各学科领域元科学理论（后简称“元理论”）的产生与发展，并进而影响到科学发展的历程，但是，正因为总体意义上的世界观与方法论高居于形而上学的顶层，所以在通常情形下它们并不与各门具体学科领域中的探索和认识活动发生直接关联。
另一方面，到目前为止，科学的不同知识领域并没有真正实现统一，固然人们通过还原论来理解人类知识不同板块之间的关系，但还原论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如与突现有关的现象及知识，就无法进行还原论的理解。因此，在目前科学发展阶段，只有当元理论发生混乱或失效时，人们才会重新回到世界与方法论层面探讨构造新型元理论的可能及途径。当代科学哲学中远远谈不上结束的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或许可以视为一种在物理学元理论层面上发生一定程度混乱的情形下爆发的论争。
元理论因学科或研究领域有异、时代有异、研究者有异而不尽相同，但是，元理论无不能够在科学探索实践的历史长河中保持其核心信念长期不变且长期发挥作用。譬如，在化学史上，有元素论与原子论两大类元化学理论。在光学史上，有微粒论与波动论两大类元光学理论。元理论往往是二元或多元的，而且，不同元理论下展开的科学实践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换言之，科学探索活动往往是跨元理论的——用库恩的术语来说，是跨范式的。
不同学科、不同领域各有其特殊的元理论，而且不同学科的元理论之间也存在各种具体的关联，如结构上的同构，方法论上的一致性，等等。因此，在此还需要就元理论下一个更清晰的、适于进行历史理解和哲学分析的操作定义：元理论系指特定领域里科学家个体就其研究对象给出的本体论承诺及进行相关研究的主要方法论原则。
元理论并不是孤立的科学信念，而是以一个或一组本体论承诺为核心，辅之以一些方法论原则或运用规则，而形成一个有结构的整体——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不将之称为“元科学信念”或霍尔顿所说的“基旨”，而称其为“元科学理论”。
不同科学领域中的元理论的主要内涵只能通过科学史的研究来锁定，而且，在科学史上，元理论在早期往往表现为形而上学学说，但发展到一定高度后则有可能转化为或从中孕育出现当代科学理论中的核心命题。因此，元理论不是一成不变的，其发展形式主要表现为元理论的升级或不同元理论的综合。
此外，科学家在运用元理论时可能千变万化、因人而异。一般说来，可以通过元理论中的本体论承诺来识别元理论的类型以及其下属理论（谱系）的类型。元理论所标识的科学探索过程（包括其下属理论的发展、演变、更迭过程在内）是一个开放的过程，它允许跨元理论的学术互动。
元理论有多方面的作用：

其一，元理论并不直接解释实验或观察现象，但它们从根本上影响着科学探索尤其是实验探索的方向，同时也禁止一些与之相冲突的实验探索。如波义耳主张“微粒哲学”，反对一切形式的元素论或要素论，他对于元素论批判导致元素论化学发生元理论升级，而升级后的元素论化学在探索方向中发生了重大转变（参见案例1）；另一方面，微粒哲学并不能直接解释现象，但却对其空气泵实验、光学实验以及炼金术和化学实验的探索方向发生重要影响。
其二，在理论缺位情形下，元理论与实验探索相互作用共同导致新理论产生，并且元理论规定着新理论的类型。在元理论的作用下，实验探索在理论缺位时仍能成其为一个有效的整体；而且，在元理论配置适当且实验条件充分的情形下，实验系统可在元理论的牵引下不断进化——在此，我们将此进程称为“实验的精致化进程”——最终到达新理论以及足以判决新旧理论的相关判决性实验（组）。研究实验的精致化进程，从科学史角度看，首先是要将参与研究或争论的科学家的实验系统（尽可能全面）按时间顺序进行列表分析，再考察实验的条件、类型、作用以及它们与元理论之间的关联。这常常是一项极艰巨的工作。
在本文视域中，判决性实验（组）是在元理论牵引作用下进行的适当的实验精致化进程的自然结果，如果这一进程可以在有限时间内顺利达成其预期目标的话。但是，我们所说的“判决性实验”已不是假说-演绎模式意义上以分立的观察语句形式出现的判决性实验，它们并非凭一己之力、也并非仅仅通过否证来进行判决并完成理论检验、评价和选择。它们往往是“知其然且知其所以然”类型的实验，其作用类似于培根所说的“路标的事例”，它们能够从整体上提升、激活此前不具备判决能力的实验系统，使之具备从整体上拒斥旧理论、支持新理论的能力——而且，虽然获得支持的新理论并不一定是终极知识，但经过判决的旧理论是很难再次复活的。

其三，在一般情形下，作为背景知识信念系统影响着科学家的观点和方法。
在元理论、理论、经验的概念框架下理解科学变化，可以发见三大类科学变化:
第一大类科学变化与元理论中的本体论承诺相关。科学变化从反常现象开始，反常现象逐渐导致原有科学理论失效，科学家们开始在各自相信的元理论框架下进行新实验探索并尝试提出新理论，如果实验的精致化进程能够顺利完成，则必将到达新理论及相关的判决性实验；如果不能完成这一进程，新理论始终不能建立起来，则可能导致科学家升级或更换元理论中的本体论承诺，甚至将不同元理论的本体论承诺放在一起进行综合更新，引出新型元理论。
在此意义上，可进一步在科学史上观察到三个亚类的科学变化：
其一，新理论得以建立而元理论类型保持不变（方法论上可能有进化，如，化学分析从定性分析发展到定量分析），新旧理论从属于同一种元理论，有着同样的类型。譬如，拉瓦锡化学革命过程中处于竞争之中的氧化说与燃素说，均从属于元素论型的元理论。又如，哥白尼用日心学替代地心说，亦没有对当时的元天文学理论（本轮-均轮模型及相关计算方法）构成根本突破——在此意义上，倒是可以说，开普勒的椭圆轨道更富于创新性——它不但提供了新的模型，还要求引入或建立新的计算方法。
其二，科学探索导致了新理论的建立，同时，也导致元理论类型发生变化或综合。譬如，元素论与原子论在19世纪初期开始发生综合，导致现代化学完整的学科基本理论的建立。在本文视域中，这类变化更堪当“科学革命”之名。 “科学变化”不同于库恩基于“范式”之间不可通约性或不可翻译性定义的“科学革命”概念，但在日常语言意义上，我们不妨将涉及元理论变化的重大科学变化看作是科学革命。其实，任何“科学革命”，在科学思想史的显微镜下无不是以思想变化的最小步伐进行的，只有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连续进步之后才得以完成；也只有在截取长时段研究的起点与终点并加以比较的情形下，才会给人以突变之感。
其三，特定历史条件下，分属不同元理论类型的两种或多种理论之间出现竞争，最终以某一从属于特定元理论的科学理论的胜出而告一段落，但元理论之间并没有分出胜负。譬如，在1670年代，微粒论下的牛顿光色理论与同时代波动论下的光色修正理论之间发生激烈竞争，最终结果是，牛顿光色理论取得胜利而修正理论一去不返；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元理论层面上，微粒论取得了终极胜利。后来，法国科学家菲涅耳（A. J. Fresnel, 1788-1827）、阿拉贡（F. J. D. Arago, 1786-1853）、傅科（L. Foucault, 1819-1868）采用光的波动说提出新解释并就光的传播速度进行测定，得出不利于微粒论理论预测的结果，阿拉贡、傅科实验也一度被认为是可从根本上否决微粒说的判决性实验。然而，德国物理学家勒纳德（P. Lenard, 1862-1947）的阴极射线研究又使微粒说得到复活。经过漫长的竞争与互动之后，这两种长期竞争的元理论才发生综合，同时消融于人们对波粒二象性的认识以及后来发展出来的场解释之中。
第二大类重大科学变化与方法论相关。从方法论角度考虑科学变化，研究方法以及工具的重大进步可以纳入重大科学变化之列，如实验方法、数学方法的确立，又如望远镜、显微镜以及今天DNA重组技术的发明。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在自然哲学以及科学发展过程中，探索者曾运用了形形色色的方法和方法论，但概括起来，基本方法不外两大类，一是要充分运用人类理智进行自由创造（唯理论传统，笛卡尔），一是要充分运用实验的方法去校准理智（经验论传统，培根）。16、17世纪，实验方法论的确立以及与唯理论传统的结合，导致了现代科学基本方法论框架的确立：当代研究表明，伽利略不但充分运用了思想实验和数学的方法，也充分运用实验方法；皇家学会实验哲学的确立，更是这两类方法论相互融合的标志——这一贡献就应主要归功于波义耳的阐述、倡导和辩护；牛顿也采用了实验哲学的研究进路，并据之解释自己的方法和成就——且不说牛顿的炼金术、化学和光学研究大量运用实验方法和“以理智衡度真理”的方法，就其《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而言，情形亦复如此，他将开普勒三定律以及伽利略落体定律一概视为“现象”。
第三大类重大科学变化同时伴随着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重大变化。其最突出的案例莫过于通常所说的16、17世纪科学革命，整个科学史上只有为数甚少的科学变化堪称全方位的科学革命，这是其中的一次。在这一时期，发生了自然的数学化（空间的几何化）——实现本体论上的突破；确立了实验方法论，并将之与唯理论方法论结合——为现代科学方法论奠基，并出现了《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这样的伟大成就——为现代科学提供范例。
三 哲学路径的辨识：与新实验主义的区别
库恩的哲学思考和历史实践显现了历史的科学哲学的基本原则：科学的历史与现实，或者说，历史与现实中的科学实践，是最好的哲学导师，也是评价这类哲学思考的最后的权威。元理论、理论与实验的概念框架（后简称“元理论概念框架”），直接导源于史学研究，同时也引导我们的史学研究。历史上的科学巨匠，如波义耳、牛顿、拉瓦锡、达尔文（C. R. Darwin, 1809-1882）、麦克斯韦（J. C. Maxwell, 1831-1879）、爱因斯坦（A. Einstein, 1879-1955）等人，既是我们试图要给予深刻历史理解的对象，也是我们进行哲学思考的思想源泉。
在前面的论述中，我们已就元理论概念框架与库恩范式理论的主要联系与区别给出了一些说明。元理论概念框架主要指向关于科学发现过程而非证明过程的研究，尽管它关注学术互动，关注跨范式、跨样式（trans-style）、跨元理论的学术互动及创造过程，但并它不是建立科学共同体意义上的概念框架，甚至不是关注社会学过程的概念框架[荣小雪 2012：第32页]。此外，它更多地关注学科及研究领域上形而上学因素的作用而非大写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变化；它关注实验在理论产生以及评价过程中的价值和作用；它承认“观察渗透理论”但拒斥种种由此而致的相对主义结论（包括库恩的范式转换机制在内）；除元理论概念外，它还提出了“学术联合体”、“实验的精致化进程”以及重新定义的“判决性实验（组）”乃至“科学变化”概念——所有这些地方，均有别于库恩。
那么，元理论概念框架与哈金的新实验主义哲学路径有何联系和区别？
本文高度赞赏哈金为在哲学上恢复“实验的生命”而付出的努力以及他基于样式概念而进行的哲学思考。
哈金的哲学努力始于寻找某些中性实验——不负载理论的观察和实验，以此排除“观察渗理论”并论证实验有（多重）独立的生命。然而，哈金并不能证明所有实验都是中性的，因此蒯因当年对分析逻辑经验主义的批判在他而言并没有完全失效。相反，元理论概念框架是从原则上承认“观察渗透理论”开始起步的，并且正是通过强化这一概念来引入元理论概念的，它通过强调在元理论作用下实验探索所给出的绝不只是假说-演绎模式下分立的观察语句，通过赋予实验以普遍而客观的科学意义，通过重构判决性实验概念，恢复实验的生命。这是一种以科学探索的整体论来对抗迪昂-蒯因整体论（理论整体论）的做法。以系统的、彼此关联的实验陈述替代分立的实验陈述，就可以在保留假说-演绎模式以及否证逻辑的合理性成分的同时避开相对主义的陷阱。
与新实验主义一样，元理论概念框架也认为，实验有能力促发科学家提出深层次的理论问题并展开理论思考，但是，区别于新实验主义，元理论概念框架虽然致力于恢复实验应有的生命力，但却并没有将实验置于基础主义的地位来加以理解，因为它同样强调人类理智的作用。
哈金借用克隆比（A. C. Crombie, 1915-1996）提出的“科学思维的样式（一译‘风格’）”概念，提出了自己的科学推理（后来改为“理性”）的样式概念。哈金将每一个推理（理性）样式定义为一个自我认证的、封闭的认识场域及实践途径，一个科学推理样式拥有特定的（与特定地域、特定文化相关联的）本体论、认识论及推理模式，但只有当作为研究对象的理论实体的作用被以实验的方式显现出来，才能说形成了一种特定的样式；也正是在这类显现过程之中，科学以及科学家实现了其“介入”（介入外部世界）的目的。然而，他认为不同的推理样式之间没有比较的标准，一个语句在样式1中为真，而在样式2中却没有真假性可言，这样，他将真理和客观性概念约束于科学推理的样式之内。这实际上仍未真正摆脱相对主义。
元理论概念框架坚持赋予科学实验（实验陈述）以跨范式、跨样式、跨元理论、甚至是跨文化的普遍意义。这样说，有三方面的理由。其一，的确，特定的实验在其产生之初乃至在其传播过程中，无疑是与境关联的、范式关联的、样式关联的、元理论关联的，甚至可以说，是文化关联的；但是，在交流传播过程中，作为信息接受方的、训练有素的科学家却是积极行动着的主体，他们对于实验陈述有着一种特别的理解和分析能力。实验陈述中纵有理论的渗透，也不至于让实验陈述变得完全不可理喻、不可翻译，在通常情况下，科学家有能力并且总是尝试将具有客观意义的实验陈述的知识内核从与之关联在一起的复杂与境中剥离出来，理解其科学含义并将之转化自己的实验——重新表述为与自己的实验、理论以及元理论相容、相一致的实验陈述，其效果就如同他自己完成并表述这个实验一样。譬如，氧化论者拉瓦锡绝不至于读不懂燃素论者普利斯特利的实验，也不至于没有能力将后者的实验陈述翻译（“意译”）或重新表述为氧化论者所需要的实验陈述。
对于理论语句，科学家亦会作类似处理，所以后起的理论并非与先前的理论毫无关系，尽管这类关系可能并非逻辑上的蕴含关系或数学上的推演关系。如玻尔（N. Bohr, 1885-1962）互补性原理所示，没有经典力学，不可能直接产生量子力学。
其二，元理论虽然可以决定其下属理论的类型，但却并不能决定科学实验的类型——划定其适用和传播领域和边界，将其完全约束在元理论及其下属理论的范围之内。科学实验，尤其是现当代的科学实验，往往是在特定理论或特定元理论的导引下进行的，但同一领域内，不同元理论之间的不相容只是部分而非彻底的不相容，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人类认识的发展，不相容的一面有可能被解除或暂时被搁置——如，元素论与原子论之间的不相容主要表现在是否承认真空的问题上，如果能够解决真空问题或是暂时将之放在一旁，则两者之间的关系可在此前提下变得相容。事实上，波义耳在17世纪就曾构想过“元素性的微粒概念”（他指的是在一切化学过程中可保持其基本结构不变的微粒），而道尔顿则是在真空问题尚未最后揭秘的情形下实现了元素论与原子论的初步综合。据此，我们可以理解现代化学学术纲领的得以完整建立起来的历史进程和标志性事件 [袁江洋、冯翔2011]。
其三，科学实验描述的是外部世界中的事件或过程，元理论或理论之间虽有差异，但科学实验一律指向同一个外部世界，这便为实验陈述的跨范式、跨样式、跨元理论传播、理解和重新表述提供了可能。
所以，本文认为，如果一个科学实验（实验陈述）在一个范式或样式中为真，那么，它往往在其他范式或样式中也同样为真，因为范式或样式上的差异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实验陈述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关系，也因为来自理论或元理论的渗透或其他来自与境的影响总是可以以某种方式加以剥离和消除的。至少，在实验陈述层面，即使存在直译意义上的不可翻译性，也不存在不可再表述性。须知，翻译本身并不是目的，研究才是目的。在无法进行一字对一字的“直译”之处，科学家有理由且有能力采用“意译”。
在此举一个中国的例子，一个跨文化传播的极端例子：17世纪中西科学交流过程中出现了观察天上“食”与“不食”以确定中西历法孰是孰非的一幕，“食”与“不食”是可以明确验证的、发生于外部世界的事情，而且，在这种验证面前，尽管中西文化之间存在极大差异，尽管中国（天文）官员不一定能够正确理解西方的天文历法，均未能更改以下事实：西历在预测竞赛中获胜。“食”与“不食”，取决于相关天象是否出现，而不取决于东西历法预言背后的理论、元理论乃至价值观。
四 个案研究
在这一节，拟结合某些重要案例，进一步阐释元理论概念框架的某些结论或阐明其编史学价值。
案例1. 元理论的禁止与指向作用：波义耳批判一切形式的元素论或要素论
仔细解读《怀疑的化学家》论战双方的元理论概念框架，可以看到，波义耳的基本宗旨在于批判一切形式的元素论或要素论，倡导微粒论化学——这注定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目标。表1以表格形式说明了论战双方的元理论构架，波义耳或其代言人卡尼阿德斯的目的、批判及辩护策略、以及论战的结果。小括号内的内容为笔者所加说明或评论。
表1.《怀疑化学家》论战双方的元理论构架、波义耳的批判及其结果
	帕拉塞尔苏斯、化学家们
	本体论承诺
	盐、硫、汞三要素（简单物质）构成一切物体
（或四元素说或五要素说）

	
	方法论原则
（辅助假定）
	1. 组成规则：所有（矿）物体由三要素共同组成

	
	
	2. 分析规则：用火法分析可分离出这些要素

	
	
	3. 要素-性质对应规则：某一类性质由某一种要素引起

如，炼金术中有主汞论（汞是物体嬗变的关键要素，哲人汞）或主硫论之分

	微粒哲学
波义耳版
	本体论承诺
	真空与同质的自然最小质、由之凝结成微粒状的第一凝结物、第二凝结物……、乃至构成一般物体的最大的微粒（物质层系说）

	
	方法论原则
（辅助假定）
	1. 结构-性质对应规则：微粒的结构决定着微粒的性质

2. 自然最小质具有第一性的质：大小、形状和运动

3. 可感性质，如颜色、气味、味道等，取决于物体微粒与人的感官的相互作用

4. 物体的化学性质（第二性的质）取决于物体最大微粒的结构

5. 隐秘的质：电、磁；有待（机械论式的）理解

	波义耳的目的与方法
	目的：反对一切元素要素论，主张从微粒论理解化学和炼金术。
方法：以炼金术和化学上大量实验，驳难元素论方法论上的规则和信条，论证微粒哲学的适当性（实验可分为驳难、支持两大类）。

	结束时，化学家们承认合理的三条批判
	1. 火分析操作得到的产物并不一定都是要素，倒经常是复合物。

2. 并非所有物体均由所有要素同时组成，要素数目并非恰好为三、四、或五，而且没有确定的数值。
3. 有一些性质不适于用任何一种要素来归结。

	化学家们反过来要求批判者接受的三条内容
	1. 有一些矿物可恰好分为3种要素，几乎植物均可分成5种要素。（坚守要素概念）
2. 虽然在分析中得到的要素并非简单物质，但实际上这并不妨碍人们将它们视为要素。（暂时以操作上不可再分的东西为要素）
3. 结合物的性质往往与它们含有何种要素有关，因此，分出这种要素，就可以为这些结合物找到用处。（坚守性质-要素规则）

	元素论元理论的升级
	“元素的单质定义”（操作定义）、经验方法论原则
禁止以往的无效实验，如不再强行从黄金中分离黄金的三要素。
提示新的方向：发现新元素，研究二元化合物。


波义耳在全书结尾处借仲裁人埃留提利乌斯之口进行了归结，结果是化学家承认了三条方法论意义上的批判，但仍继续坚守元素-要素论立场。实际上，17世纪元素论化学正是通过接受这三条批判尤其是第二条批判，实现了元理论的升级。新的要素论以化学分析操作上不可再分的产物为简单物质，即元素或要素。同时，化学家们放弃所有物体同时由所有元素或要素组成这一辅助假定，采用要素数目不定的要素论 [波义耳 2007]。
后世化学家们能够走出寻找“黄金的汞”、“黄金的硫”以及“黄金的盐”的迷魂阵，得益于波义耳的批判，由批判而致的升级版的元素论元理论禁止化学家再去像以往那样做实验，不再试图从金、银以及一切金属中分别分离出它们各自所含的盐、硫、汞要素。另一方面，升级版的元理论还为化学家提示了新的研究方向，它将化学操作上不能再分的物质视同元素，据此定义可不断发现新元素，同时也可以对以往弄错了的“假元素”予以纠正。更重要的是，化学家们还由此开始研究二元复合物的组成，使定量分析从理论上的可能逐渐转为现实。
有趣的是，通常所说的“元素的单质定义”这种升级版的元素论概念，恰恰是波义耳为竖立攻击目标而替化学家们总结出来；波义耳以大量实验说明了当时被看作是结合物的金属，如金、水银等，在一切化学过程中能够保持其本性不变——其微粒可保持其基本结构稳定，故意以此引来仲裁人的反问——你所说的金和水银，不正是符合这种单质元素定义的物质吗？！然而，波义耳最终基于其个人的炼金术“证据”，坚持认为金、水银等物体的微粒结构可以通过炼金术的方式予以破坏，从而可以转变为其他任何一种物体。炼金术上的金属嬗变是他从根本上反对一切元素要素说、倡导微粒哲学的最后证言。
我们将波义耳的微粒哲学视为一套跨领域的元理论，并对波义耳在空气泵实验（主要受其微粒哲学中的真空概念的牵引）、光学实验以及《怀疑的化学家》中的化学实验进行详细列表研究，以探讨其微粒哲学与其各类实验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限于篇幅，在此不述。
案例2. 科学家对于元理论的灵活运用：为什么是牛顿而非波义耳发现了日光的组成？
牛顿一个人与胡克（R. Hooke, 1635-1703）以及欧洲光学家的论战是科学史上受人关注的著名论战。但是，一个更令人感到困惑的问题是，为什么牛顿能够发现日光组成而波义耳不能？
提出问题的大前提（在此不作论证）是，迄牛顿于1672年发表其“关于光和颜色的新理论”，所有相关研究者，波义耳、牛顿、胡克、惠更斯（C. Huygens, 1629-1695）以及比他们早的笛卡尔，均清楚地看到了三棱镜（或盛水的三角锥瓶）下出现的类似于彩虹的（色散）现象。然而，在那个时代，要以数学化的形式发现日光组成，只有微粒论的路径能够做到——在当时条件下，波动论型的光学理论还难以数学化，而在微粒论视角下，借助于已发现的折射定律即可能完成有关发现。
另一方面，牛顿的微粒论思想和光学研究（此外还有炼金术及化学）均导源于波义耳或以波义耳的工作为起点。牛顿几乎是从整体上接受了波义耳的微粒哲学，包括真空与最小粒子（牛顿术语）、逐级凝结、最大的粒子（牛顿用语）等一系列概念；波义耳说自然最小质（即牛顿所说的“最小粒子”）有大小、形状和运动，由之凝结而成的微粒亦然，牛顿则追加了粒子质量和粒子力的概念。在具体的科学探索中，牛顿也采纳物体微粒结构与物体性质相关联的辅助假定（连接原则）。因此，可以认为，牛顿开始其三棱镜实验工作时，其元理论配置、光学基础知识及实验研究背景均与波义耳颇为接近，然而，波义耳虽然在时间上占先，却未能完成有关发现。
波义耳到1666年才发表《形式与性质的起源——从微粒哲学来看》，全面阐述其微粒哲学，此前他于1661年出版《怀疑的化学家》曾以非常简略的形式介绍微粒论思路。1664年，他发表《颜色实验史》，虽然有学者将之视为通向其微粒哲学的一个桥墩，但他在这部名义上是写给年青人的著作中将理论建构的任务交给了他们（他表示自己不在文中表述其理论思考），而专注于以培根《杂记》式的经验主义态度描述有关实验，供年青人思考。书中第三部分描述了关于（物体）颜色产生及相关颜色变化的50个实验，最初的9个实验主要涉及与光学相关的颜色实验尤其是三棱镜实验，后面的实验则涉及物体颜色的产生和变化，包括化学中种种颜色变化和鉴别反应在内。
在有关三棱镜的实验里，波义耳清楚地描述了他所观察到的、由五种颜色组成的“一次虹”与“二次虹”，并在有关图示标明了五种颜色的顺序。继之，他还用平面镜（或水面）、凸透镜、凹透镜等工具对三棱镜中透射出来的虹光继续进行反射、折射、透射实验，发现虹光颜色不变；又用凹面反射镜投射出强烈的白光，使之与虹光叠合，致使看不到虹光，而且，在观察过程中，他还使用过遮挡技术，甚至还用上了显微镜。但是，他几乎未在相关文字中作任何理论性陈述 [Boyle 1965, pp. 725-727]。
我们倒是可以在《怀疑的化学家》中看到，其代言人卡尼阿德斯（在表明是波义耳的意见之后）说了这样一段话：“种种物体所以表现出种种颜色，并非是因为这种或那种要素在它们之中占有优势，而取决于它们的结构，尤其是取决于其表层成分的配置，由于这种缘故，射到眼睛的光才会有种种变化，并以种种不同的方式给视觉器官造成种种不同的印象。在此我可以谈谈三棱镜所呈现出的那一串悦目的颜色，试问，在制作三棱状的玻璃物体时增加或减少盐或者是硫或汞，又会发生什么不同的现象呢？众所周知，玻璃物体不具有这种形状，则不会产生三棱镜所能产生的那些颜色。”接下来，他马上转入对物体真正的颜色（三棱镜下出现的颜色是“视在颜色”）的探讨，谈到在玻璃容器中在不添加任何附加剂的条件下煅烧汞产生红色物体、继续煅烧又发现红色物体消失而汞重新析出的实验，进而又谈到钢片在火焰灼烧下出现的一系列颜色变化——这两个实验均不涉及三要素的增减 [波义耳2007，页175]。这一大段话虽为反驳元素论的性质-要素对应规则而写，但结合《颜色实验史》，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看清波义耳研究颜色现象的立场、态度和方法。
可以认为，其一，波义耳以颜色产生及颜色变化（包括颜色消失在内）为关注焦点，并且常常将光学上与化学上的颜色产生及变化现象并置思考。尽管他区分了“视在颜色”与“物体真正的颜色”，但他没有明确意识到“光的本色”问题——也没有像牛顿那样在一段时间中专注研究三棱镜实验。其二，他从微粒哲学的本体论立场以及培根式的方法论入手来设计、执行有关颜色实验，然而，他在理论上保持高度缄默可能是因为他在理论构作上遇到了困难。更重要的是，其三，其研究框架允许承认：在三棱镜作用下，光发生了“变化”，这样，三棱镜下出现“一次虹”和“二次虹”现象被理解为光的变化。这表明，如果他能够就此现象提出某种理论解释，那么他所提出的解释也必定是一种修正解释，尽管其类型是微粒论版本的。就是说，三棱镜下虹现象的出现，可能是因为光微粒与三棱镜相互作用时发生了细微的结构调整，导致光的颜色发生了“变化”，所以他在后续实验中总是考虑如何消除这类颜色变化的问题。
樊小龙在其硕士论文中对牛顿学生笔记（1664-1665年间）以及其他两份早期光学实验手稿中的实验（1667-1672年间）进行了详细的列表分析，并采用元理论的历史理解框架，对牛顿三棱镜实验的精致化进程进行了专门的研究 [樊小龙2012]。在此，我只对其中的要点进行简略的说明和必要的补充。

牛顿是在读了波义耳的《颜色实验史》后才开始进行光学研究的，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之后，他将注意力聚焦于三棱镜实验，并将这类实验推升至“判决性实验”的高度。牛顿的判决性实验是：通过适当遮挡，对三棱镜折射出的彩色光束中的任何一种单色光进行第二次三棱镜折射，发现其折射率及颜色保持不变。他正是在此基础上引出了其关于日光组成的理论。在此，需要注意的是，波义耳观察同一三棱镜中的“二次虹”现象与牛顿进行二次折射实验在光学意义上有类似之处，而且，他在观察二次虹时也发现虹光颜色未发生变化，只是颜色顺序发生了颠倒。也许，波义耳的这一观察对牛顿拓展三棱镜实验、进行二次折射有重要影响。
牛顿也是依照微粒哲学的思路来分析、理解其实验结果的，尽管他在进行表述时从来不直接将其微粒论思路写出来。区别于波义耳，在思考光的本性问题时，牛顿抓住的是“光的不变性”——他能做到这一点，很可能是因为他将光的微小组分置于其物质层系理论中原始粒子层面或接近此层面的层面上理解，此外，他借用化学分析的理解方式将日光理解为“混合物”，将三棱镜的作用理解为单纯的分离作用
。牛顿的结论是，光有复杂组成，不同光线在三棱镜作用下因折射率不同而沿不同角度折射，发生色散；不同的光对应于不同的折射率，是光的不变性的直接体现 [Newton 1959]。表二就波义耳、牛顿等人三棱镜实验及相关实验的元理论背景、方法及理论解释给出了系统解析，以供读者比较。
表2. 牛顿、波义耳等人三棱镜实验（含虹现象）研究的解析

	
	本体论
承诺
	方法论规则及解释
	重点研究领域

	
	
	联接规则
	三棱镜下色散（虹）现象的解释
	

	波义耳
	微粒哲学
	光对应于某个微粒层级
	三棱镜形状、物体结构、光微粒结构上发生细小变化，导致虹现象产生——“光的种种变化”（实为微粒论的修正说）
	黑、白性质研究，各种颜色现象（含三棱镜实验在内）

	牛顿
	微粒哲学
	光对应接近最小粒子的层级
	光的不变性、折射率-颜色对应、化学分析思路的借用、日光组成
	三棱镜、折射反射现象、牛顿环

	笛卡尔
	压力、介质
	修正假定
	修正解释，仅限于虹现象
	彩虹、折射定律

	虎克
	波动说
	修正假定
	修正理论，不能定量处理
	三棱镜实验、薄膜干涉实验

	惠更斯
	波动说
	修正假定
	修正理论，不易定量处理
	衍射和双折射等现象


牛顿与波义耳分别将光微粒对应于他们相类似的物质层系分类上的不同层次，是回答本节开始提出的问题的关键。回头审视表一，可知，越是靠近“自然最小质”（波义耳）或“最小粒子”（牛顿）的物质层面，微粒的稳定性越高，而最小粒子为上帝所造，无结构可言，在人而言是不可分的，不变的，与之相应的是第一性的质及不变性。由之凝结而成的各级微粒均具有结构，应均具有相应性质，而最大的微粒及微粒团的结构决定着物体的化学性质（第二性的质）。牛顿自己未采用“第一性的质”、“第二性的质”等术语，他采用直接采用不变性、化学性质等术语。
波义耳常常将光微粒与火微粒视为相似的微粒 [Cohen. 1955]。他曾在密闭容器中煅烧金属、发现金属增重，并推断说火微粒可穿过玻璃壁与金属发生了结合 [Boyle 1673: pp. 706-707]。火微粒虽极其细微，但其引起的重量变化却可以测量，这说明火微粒对应于较高的微粒层级。所以波义耳总是考虑颜色产生与变化的问题，并时常将光学和化学上的颜色产生与变化过程放在一起探讨。波义耳和牛顿都清楚地知道，化学作用只能引起最大的微粒出现轻微的结构变化，并且相信只有炼金术作用才能真正破坏物体的内聚性。所有这些因素，共同导致波义耳倾向于将三棱镜下出现的虹现象视为一种光的变化。
反观牛顿，他是将光的微小组分对应于原始粒子的层级或接近此层级的层级。现在我们知道，在从“原始物质”到“活性气精”的一系列炼金术思考中，他曾这样猜测，活性气精“就是光之体（the body of light）”[Dobbs 1982]。这可以引作一个旁证。牛顿看到的是“光的色散现象”而不是“白光经三棱镜折射后出现的颜色变化现象”，他认定光在三棱镜实验过程中的始终保持其本性不变，实际上他是以光的不变性假定替代了修正理论关于颜色变化现象的任何一类修正假定。最后，请看牛顿晚年在《光学》疑问27中就当年的光学争论所作的最后陈述：“到现在为止所提出的用光的新变异来说明光现象的一些假说，是否都错了呢？因为那些现象不依赖于所曾设想的这些新的变异，而是依赖于光线的各种原有而不变的性质。”[牛顿 1988]
案例3. 实验在发现过程中的作用：汞煅烧及汞灰还原实验
早在17世纪，波义耳就做过汞煅烧及汞灰还原实验，还做过其他类似的实验（如铅煅烧实验及加热氧化铅析出二氧化铅及金属铅的实验），他观察到了煅烧可使金属增重的现象，同时也提出了错误的“火微粒”解释；但他做这类实验，另一个更重要的用意在于论证，不添加任何要素（如盐、硫、汞），仅通过火作用即可改变物体微粒的构造，从而改变物体的某些性质。如在汞煅烧及汞灰分解实验中，红色物体（HgO）的出现与消失，只与微粒构造有关，而与是否添加其他要素无关。微粒论化学从根本上怀疑元素论化学家们相信的性质-要素对应规则，而相信性质取决于微粒的结构，性质变化源于微粒结构变化。
一百多年以后的1772-1774年间，法国化学家巴扬（P. Bayen, 1725-1798）又专门研究了汞灰还原实验（但他没有迅速公开发表有关研究），在密闭、不添加任何燃素物质的条件下只通过加热汞灰得到了流动的汞和一种气体。由此，巴扬对燃素说产生了怀疑，因为按照燃素理论，金属灰须获得燃素才可还原为金属。巴扬对燃素说产生并提出怀疑的方式与波义耳针对元素论化学的怀疑方式颇为相似，但这是否与微粒论化学在法国的传播有关尚待进一步考证。
拉瓦锡是典型的元素论化学家，他坚信性质-要素对应规则，后来他正是据此构建起他的新理论。1774年7月，他作为鉴别小组成员参加了巴扬实验的重复兼鉴别实验——成立鉴别小组，是为了鉴定巴扬实验是否属实，因为巴扬公开宣称他怀疑燃素说。在巴扬实验的促动下，刚刚进入化学领域两年的拉瓦锡也对燃素说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怀疑，尽管这种怀疑出于元素论式而非微粒论式的立场。他并不打算从根本上怀疑元素论化学，他要做的是事情是，找一个其他要素来替代燃素，在统一解释煅烧燃烧过程的同时解释增重现象——这一现象在燃素说诞生之初就让它受到了一定的质疑。此前两年，拉瓦锡一直在做各种金属及非金属的煅烧（燃烧）及还原实验，但恰恰没有围绕汞来进行实验。在以往实验研究中，拉瓦锡的目的在于解决煅烧实验中出现增重现象这个老问题，但这个问题的解决不一定意味着否决燃素说，也许会成为对燃素说的发展。现在，巴扬实验无疑强化了他的否定意识，使他开始（仅仅是开始）从整体上怀疑燃素说。而同时参与鉴定的另一位成员、坚定的燃素论者波美（A. Baume, 1728-1794）则不信服巴扬实验的结果，并坚持要求鉴定小组又将巴扬实验重复进行了两次，但结果完全一样。在此情形下，燃素论者甚至怀疑汞灰并非是汞的煅烧产物。的确，在当时条件下，煅烧汞是一项十分困难的实验，做过此实验的人并不多。而通常医用的汞灰大多取自天然产物。
1774年10月普利斯特利造访巴黎，拉瓦锡在宴请普利斯特利时听他说到在加热汞灰时制得了汞和一种具有强烈助燃性质的气体（后者一度认为是“笑气”，后来在做了一系列更适当的鉴别实验之后，才将之称为“脱燃素空气”）。已参加过巴扬实验鉴定的拉瓦锡此时已对燃素说已产生了一定程度怀疑，更能充分理解普利斯特利所做汞灰煅烧实验的独到之处。这种独到之处在于，作为一位燃素论者，他将关注的重点放在实验所产生的气体上而非不添加碳还原出汞上，而且普利斯特利当时至少点明了这种气体不是固定空气这一点。此时的拉瓦锡肯定有如梦方醒之感，他意识到这种气体可能就是他要在实验中寻找的东西。因为在此前的巴扬实验中，鉴定小组也发现实验中产生了气体，但当时考察的重点在于不添加碳而析出汞，而且，巴扬和包括拉瓦锡在内的鉴别小组成员均将这种气体错误地当作是固定空气。交谈之后，拉瓦锡很快便进行了印证实验，将此气体导入生石灰水，发现液体仅稍有浑浊而未产生白色沉淀，这初步证明了普利斯特利的说法。由此，拉瓦锡开始将密闭条件下的汞煅烧及汞灰还原实验列为实验研究的重中之重，他采用并改进了当时气体化学研究的高端工具，采用并发展了更精准的定量分析手段并在实验精度上最终胜过了普利斯特利。
冯翔在其博士论文阶段就拉瓦锡1772-1777年间所做的大多数化学实验进行过列表和分类，他尝试用元理论的概念框架重新解释拉瓦锡化学革命，提出判决性实验可根据发现与境、证明与境之别分为两类，并找出了拉瓦锡实验系统中的判决性实验（组）[冯翔 2010]。后来，荣小雪也以拉瓦锡提出氧化说的过程为案例、探讨了元理论在溯因推理过程中的作用。
我们的主要结论是：
其一，拉瓦锡与普利斯特利均属于元素论化学阵营，两者均从元素论角度考虑问题，均采纳了单质元素的操作定义，均承认元素-性质对应规则，均采用了包括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在内的化学分析原则。而且，两人之间不仅存在着激烈的竞争，也存在着高强度的、积极的学术互动。如表三所示，拉瓦锡与普利斯特利在理论构作或选择上持完全相反的态度，但这并没有妨碍、反而促进了这两个对手之间的学术互动——尤其是实验层面上的互动，可以说，从这两人首次见面开始，拉瓦锡的每一次进步，都在客观上受惠于其对手的实验和批判。总之，实验，尤其是反常实验，以及基于它们进行的跨元理论思考，对于新理论的产生有重大启发力，而实验的精致化则是理论构作成功的保证。
表3. 拉瓦锡化学实验探索的过程及相关重要学术互动进程
	1772年
	“关键的一年”：开始研究煅烧、燃烧现象，关注增重现象的原因。

	1773年
	又一个“关键的一年”：继续实验，提升实验技能和工具，物理进路。

	1774年2月
	巴扬基于其汞灰还原实验提出对燃素说的怀疑，而对于实验产生的气体，巴杨误认为是固定空气。

	1774年7月
	拉瓦锡参与巴扬实验鉴定工作，关注不加燃素汞灰还原之事实，对燃素说开始产生动摇。

	1774年8月
	普里斯特利通过加热汞灰制备了一种气体，他关注气体特性，发现其助燃性强，但开始时误认为是笑气。

	1774年10月
	1774年10月，普里斯特利时告诉拉瓦锡他在8月份所做的实验，谈话时指出该气体不是固定空气。拉瓦锡随即进行了初步的鉴定。从此将汞煅烧及汞灰还原实验作为研究重点。

	1775年3月
	普里斯特利发现“脱燃素空气”。

	1775年复活节
	拉瓦锡在法国科学院发表著名的“复活节报告”：论述金属煅烧过程中重量增加的本质，但将“氧气”视同空气。

	1775年11月
	普里斯特利纠正拉瓦锡的错误，指出两种气体的不同。

	1777年5月
	拉瓦锡在法国科学院报告其判决性实验；初步明确其氧概念。

	1778年8月
	拉瓦锡出版已修订了的“复活节报告”。几年以后，大张旗鼓反燃素说。


其二，关于拉瓦锡判决性实验（组）的构成及其对整个实验系统的激活作用，我们曾经指出，拉瓦锡通过5年的实验探索，到达了这样一组判决性实验，即汞煅烧及汞灰还原实验、汞在碳作用下的还原实验以及碳燃烧实验。这三个实验都是当时精确定量化了的实验。通过这三个实验，拉瓦锡揭示了一切煅烧、燃烧过程的机制，他证明，汞灰还原为汞可不需要燃素，汞以及其他金属还原实验均不需要使用斯塔尔的燃素理论来解释，因为在金属灰还原过程中加入焦炭，其用途恰恰在于夺取金属灰中所含的纯净空气，即氧气，而不在于为金属灰提供燃素使之重新变为金属。所以，所有的煅烧、燃烧实验均支持氧化说，反对燃素说，因为燃素说解释不但不能说明金属增重现象，不但在反应机理上全部是错的，而且，还弄反了简单物质与复杂物质之间的顺序。
结  语
元理论概念框架以这样一种方式来恢复实验的生命：科学探索及发展的进程是元理论、理论、实验这三方面的交互作用的进程，即使是在理论缺位情形下，实验探索仍然不是一盘散沙，仍可以在元理论的约束和牵引作用下保持为一个整体。此时，理论的构作（以及新实验的设计、未知实验现象的发现乃至理论问题的提出）是元理论与实验不断发生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完成的。实验陈述具有跨范式、跨样式或跨元理论的普遍意义，而且，基于实验而进行的跨元理论恰恰是科学发现过程最为积极的创造因素。在理论得以产生之先，往往会经历“实验的精致化进程”，但并非所有的实验精致化进程均能够在短时间内顺利完成，只有在那些顺利完成的情形下，才会出现“判决性实验（组）”并同时到达新理论。判决性实验之所以称为“判决性实验”，是因为它们能够从整体上提升并激活整个实验系统，使之对新理论构成一致支持并对旧理论构成一致否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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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haping the Conception Frame of Scientific Discoveries: Meta-theories, theories and Experiments

YUAN Jiangyang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at reshaping the conception frame of understanding scientific discoveries along with the direction of historical philosophy of science clarified by Thomas S. Kuhn, and the central concept of the frame is “meta-theories”, which usually emerged in early stages of and on varies research fields of science or natural philosophy and might function as long-durational metaphysical doctrines hold by scientists. Meta-theories consist of researchers’ ontological commits on what they explore is and related methodological beliefs or factors on how to do their research and can be discerned only by related historical studies. Meta-theories do not directly explain observational and experimental statements; however, when lacking an accepted theory or before a sophisticated one could emerge, they organize or reorganize researchers’ practice of exploration into a whole system and guide them to make up new theories.
Experimental claims, although they are meta-theories-laden or theories-laden when they were born and cannot be translated in the form of “word-to-word” between different discourses caused and guided by different meta-theories, have general scientific significance and can at least be understood and restated by scientists who believe in different meta-theories, because 1) scientists involved in related study are active actors who are endowed with an ability of understanding others’ experimental claims, 2) different meta-theories in any special field are not totally contrary to each other an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m might be put aside when needed, and more importantly, 3) all experimental claims describe the same world. 

Scientists design, fulfill and develop new experiments under the guide of their meta-theories and at the same time conceive new theories, and such a process of experimental exploration, called as “the refinement process of the experimental system”, if it could be completed successfully, may end with a group of critical experiments and at the same time arrive at an acceptable new theory. Critical experiments, as higher-level ones, which could tell scientists the answer not only to the question of “what it is” but to the question of “how and/or why it is”, can activate and cause the whole experimental system to make a choice between competitive theories, that is, to unanimously provide justification to one theory and falsification to the other. 
Finally, certain contributions or discoveries of Boyle, Newton, and Lavoisier are taken as cases to illustrate the philosophical and historiographical approaches of the “meta-theories” conception frame.
Key words: Kuhn, Historical Philosophy of Science, Meta-theories on research fields, the Refinement Process of the Experimental System, Critical Experi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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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发现者本人而言，发现的与境与证明的与境是同一的，发现者需要说服他自己相信新理论、排斥旧理论；同样地，对于发现者来说，证明的与境主要是指发现者及支持者说服他人、说服科学共同体的过程，当然，在此证明与境中，发现的故事也可能还会继续发生。


� 这种与化学相关的理解初见于笔者所著《思想之网——牛顿》有关光学研究的一章[袁江洋 1997]。现在可以补充的证据是，牛顿在陈述其光色理论的原始论文中，数次使用“mixture”等化学术语；而且，1675/6年元月，在致皇家学会秘书奥尔登堡（H. Oldenburg, 1615-1677）的一封关于光的本性和颜色的原因的通信中，在其参考文献中列出了数篇化学文献——有趣的是，科学史家玛丽·博厄斯（M. Boas）曾据此探讨牛顿开始化学研究的时间问题 [Boas 1952]。后来牛顿又在《光学》附录中收入化学问题，这都表明牛顿的化学与光学研究之间存在着思想上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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